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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美国博士生教育规模与 
质量协调发展的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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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2000—2019 年博士学位授予 20 年的数据，发现美国博士生教育在规模

扩张的同时能够保障高质量，重要的措施就是坚持了 4 个“三分之一”基本方略。博士学位授予高校占学位授

予高校总量的比例略超三分之一，有效避免所有学位授予机构开展博士生教育的冲动；极少数研究型大学授予

的博士学位数量约占总体博士学位数量的三分之一左右，保证高水平博士学位授予机构授予的学位占据主体；

学术型博士数量占所有类型博士数量的三分之一，以质量标准为前提促使不同类型博士学位分类发展；非 STEM
领域的博士学位授予比例相对稳定在三分之一，对标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调适博士生教育学科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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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规模与质量一直是困扰着博士生教育发展的一

对矛盾。没有一定博士生教育规模，质量变得苍白，

而没有博士生教育质量，规模就失去意义，解决好

规模与质量问题是博士生教育发展必然面对的挑

战。美国是博士生教育的世界大国和强国，在经历

最初对“英德模式”的简单“嫁接合成”[1]后，步

入探求适宜本土需求的自由探索与自主改革道路，

最终构建了符合国情发展和适应社会需求的结构优

化且卓越高质的特色化博士生教育规模体系与发展

模式。正如斯特亚特•布鲁姆（Stuart Bloom）指出

的那样，北美博士生教育模式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在

于，它在以更大规模对研究者进行训练的同时，能

够确保质量和效率[2]。 
当前，我国正处于博士生教育规模大发展阶段，

高质量发展成为博士生教育优先考虑的主题。需要

强调，在高等教育语境中，高质量发展是以规模高

速增长为基础的[3]。博士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绝不

意味着规模和质量的线性区隔和二元对立，限制博

士生教育规模增长和数量扩张，而是根据外部的国

家与社会需求、产业经济需求和内部的教育规律与

人才培养实践进行科学规划、适度发展和动态调整，

系统实现博士生教育规模和质量的协调发展。进言

之，博士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以规模增长为基本前

提，建立在博士生教育规模“高质量”增长的基准之

上。推进博士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构建高质量的博

士生教育体系，必须首先在宏观层面统筹推进和加速

促成博士生教育的规模与质量协调发展，进而保障培

养一大批能够促进知识与科学技术创新、主动服务国

家战略和满足社会实践与市场发展需求的高质量拔

尖创新人才。因此，归纳美国博士生教育规模发展与

质量控制的内在逻辑，进而提炼二者协调发展的有效

经验，对我国博士生教育改革和发展有现实意义。 

学界针对美国博士生教育规模与质量问题展开

了多项研究，如罗杰•盖格（Roger Geiger）借助美

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NCES）数据，整体分析了美国 20 世纪

以来博士学位的发展规模及其挑战[4]；斯科特•弗兰

 

基金项目：2020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教育学重点委托课题“国家‘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研究”（编号：

WAA200001） 



  2023. 4
 

85 

比较与借鉴 

克 （ Scott Frank ） 总 结 了 美 国 国 家 科 学 基 金 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20 世纪 20—90
年代经济学领域博士学位规模与其授予机构数的历

时性变化，分析了市场结构对经济学博士项目的影

响[5]；费尔南德斯•弗兰克（Fernandez Frank）则以

NSF 2000—2010 年人文社科领域（教育、人文科学

和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数据为基础，分析了

拉丁美裔博士生在美国博士生教育与学术系统中代

表性不足的问题[6]。此外，还有研究对非裔美国人[7]

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博士学位获取规模与结构[8]的公

平性分析。与国外偏重于美国博士生教育规模演绎

与种族平等问题的研究倾向大为不同，我国学者更

多集中于分析美国博士生教育的扩张动因 [9-10]，利

用模型测算美国博士生发展规模[11-13]，通过管窥美

国博士学位授予高校数量 [14]及其专业博士学位发 
展[15]等来研究规模与质量议题。这些围绕美国博士

生教育发展的研究，所借助的数据源主要是 NCES、

NSF 基于美国全国层面发布的年度数据。需要指出，

两大数据源所采集的对象大为不同，前者包含中学

后 教 育 数 据 系 统 （ The Integrate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Data System，IPEDS）学位和证书授予的

“学业完成情况调查（The Completions Survey）”，

数据采集面广，调研对象范围大，调查包括了博士

学位授予机构、授予类型及授予学科等多维数据。

而后者主要针对被认证的博士学位机构所授予的博

士学位获得者的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s，

SED），其数据常用来分析研究型（学术型）博士

数量，特别是研究科学与工程博士生教育的发展趋

势[16]。相对于前者，后者的统计数据覆盖面不够，

难以全面反映博士学位授予机构和所有类型博士学

位的授予数据。由于博士学位授予机构直接影响到

博士生教育的规模和质量，因此 NCES 的数据更适

合分析美国博士生教育的规模与质量。 

二、博士学位授予高校占学位授予高校总量的

比例略超三分之一 

博士生教育规模是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对高

层次人才需求的集中反映，决定着博士的存量。与

其他社会组织一样，博士学位授予机构亦存在博士

生教育办学效益的规模经济问题。博士生教育规模

的调整变化必须遵循教育发展规律，适应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应该控制在合理有限范围内，这是

最大限度地利用优质稀缺办学资源，降低博士生教

育成本，实现博士生教育效益最大化的基础和关键。

纵览近 20 年美国博士生教育规模的发展轨迹，整体

呈渐进式波动增长趋势。尽管美国拥有世界规模最

大的博士生教育体系，但其实际具备提供博士生教

育项目资格且能够自主授予博士学位的高等教育机

构数是相对有限的。如从美国 2000—2019 年博士学

位授予数量和学位授予高校数量变化（见表 1）可

以看出：一方面，近 20 年美国博士学位授予高校数

量和学位授予高校数量变化不大。博士学位授予高

校数量最小值是 2006 和 2007 年的 1533 所，最大值

是 2019 年的 1696 所，最小值和最大值离平均数 1610
所都只相距几十所。同时，学位授予高校数量最小

值是 2019 年的 4042 所，最大值是 2013 年的 4726
所，最小值和最大值离平均值 4380 所只有 300 多所。

另一方面，博士学位授予高校数量占学位授予高校

数量的比例变化也不大。博士学位授予高校数量占

学位授予高校数量的比例最低是 2013 年的 34.41%，

最高是 2019 年的 42.00%，而近 20 年它们的平均比

例是 36.76%。由此可见，美国博士学位授予高校数

占学位授予高校总数的比例略超三分之一。 
此外，从表 1 可知，2000—2019 年美国博士学

位授予数量连年递增，由 2000 年的 118736 个到 2019
年的 187568 个，博士学位授予数增加了 68832 个，

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增幅达到 63%。与此同时，博士

学位授予高校数量却变动不大，2000 年为 1636 所，

2019 年为 1696 所，20 年间仅增加了 60 所。可见，

美国近 20 年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增幅较大主要是依

靠扩大博士学位授予高校授予规模实现的。将每年

增加的博士学位放置到所有博士学位授予高校中可

得出，博士学位授予高校平均授予博士学位的规模

由 2000 年的 73 个增加到 2019 年的 111 个，平均每

校净增加 38 个。相较于此，近 20 年博士生教育机

构数量的增长状况相对较小。可以说，美国为了保

障博士生教育质量与效益，并没有一味增加博士生

招收高校数量，而是以扩大每所博士学位授予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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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2019 年美国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和学位授予高校数量变化 

年份（年） 
博士学位授予

高校（所） 
学位授予 

高校（所） 
博士学位授予高校 

占学位授予高校比值（%） 
博士学位授予 
数量（个） 

平均每所高校授予

博士学位（个） 

2000 1636 4084 40.06 118736 73 

2001 1650 4182 39.45 119585 72 

2002 1559 4197 37.15 119663 77 

2003 1565 4168 37.55 121579 78 

2004 1553 4236 36.66 126325 81 

2005 1536 4216 36.43 134271 87 

2006 1533 4276 35.85 138056 90 

2007 1533 4314 35.54 144694 94 

2008 1589 4352 36.51 149190 93 

2009 1588 4409 36.02 154564 97 

2010 1601 4495 35.62 158590 99 

2011 1602 4599 34.83 163827 102 

2012 1623 4706 34.49 170217 105 

2013 1626 4726 34.41 175026 108 

2014 1634 4724 34.59 177587 109 

2015 1644 4627 35.53 178548 109 

2016 1655 4583 36.11 178134 108 

2017 1677 4360 38.46 181357 108 

2018 1691 4313 39.21 183734 109 

2019 1696 4042 42.00 187568 111 
平均 1610 4380 36.76 154063 95.5 

数据来源：NCES（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20/tables/dt20_318.40.asp）。 
 

博士生培养数量为主要举措。这表明，美国现代博

士生教育发展进程中保持规模适度发展与质量持续

保障的基本策略与原则是维持博士学位授予机构与

高等教育机构间的相对平衡，即博士学位授予高校

数量约占中学后学位机构数量的三分之一，以防止

其无限扩张所带来的质量滑坡问题。 

三、极少数研究型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约

占总体博士学位数量的三分之一 

作为最高层次的教育，博士生教育实际上是一

种高度精英化的教育[17]。在美国博士生教育系统中，

这种精英化特征尤为突出。传统意义上，美国博士

生教育项目的开展一般只局限于部分特定机构，即

研究型大学通常是美国博士生教育的主体构成[18]。

进入新世纪，美国博士生教育规模化、博士学位授

予机构多样化成为发展的新趋向，博士生教育逐渐

向部分非营利性私立大学、营利性私立大学和地方公

立大学迁移。但综合来看，博士生教育高度集聚又相

对分散的两极分布效应显著，由极少数研究型大学主

导博士生教育的格局并无根本改变。 

由图 1 可知：从比例上看，美国前 60 所授予博

士学位较多的高校所授予的博士学位数约占博士学

位 授 予 总 数 的 三 分 之 一 。 在 1999—2008 年 和

2009—2018 年两个 10 年段，美国分别授予了 505395
和 1721924 个博士学位。同期，前 60 所高校在两区

间内各颁发 255976 和 634572 个博士学位[18]，占同

期总授予量的 50.65%和 36.85%。可见，不同时期

美国前 60 所高校在博士生教育过程中所发挥的作

用权重不同。从其发展曲线看，20 世纪 90 年代末，

美国前 60 所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占整个博士生教育

系统的半壁江山，比例超过 50%。2001—2004 年，

该比值降至 40%左右。2005 年后继续走低，跌至

35.6%—39.7%。整体而言，美国前 60 所高校近 20
年的博士学位授予比例在渐次缩小，而近 15 年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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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9—2018 年美国博士机构及前 60 所较多授予博士学位高校的博士学位授予情况 
数据来源：NCES（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9/tables/dt19_324.90.asp；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1/tables/ 
dt11_340.asp；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01/dt309.asp）。 

 
本保持在略超总量三分之一的水平。从规模上看，

美国前 60 所高校 20 年间所授予的博士学位数稳步

增加，由每年的 23709 人增至 65542 人，增长率为

26.6%。同时，其年度授予博士学位平均数由 1999
年的 395 猛增至 2018 年的 1092，实现了 2.7 倍的扩

张 。 对 标 卡 内 基 教 学 促 进 基 金 会 （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的高校

类型及其分类标准，美国前 60 所高校绝大多数属于

研究活动非常活跃的博士生教育机构①，即等同于研

究型大学。尽管卡内基的分类框架重点描述的是学

术型博士规模的划分，与以上探讨的所有博士学位

类型规模测算并不完全吻合，存在一定误差，但鉴

于这 60 所大学博士学位授予数远远超过了年均授

予 20 个博士学位的基准，因此可将其统一归结为研

究活动非常活跃的研究型大学。这印证了前文所述

美国博士生教育主要依靠扩大学位点的博士生教育

规模来实现扩张这一重要结论，同时也表现出，并

非所有大学都可以提供大规模、高质量的博士生教

育，极少数研究型大学才是美国博士学位授予机构

的核心构成、博士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张的关键支撑

点与博士生教育训练的“引力中心”[19]。 
此外，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 60 所研究型大学

的博士学位授予数量并不是均等化配置的，存在一

定的校际差异性。人们普遍认为诸如哈佛大学和耶

鲁大学这类始终稳居世界大学排名榜首的大学应是

最 大 的 博 士 学 位 授 予 机 构 ， 但 事 实 却 相 反 ， 从

2001—2018 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授予博士学位数最

多的 3 所高校分别是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 ）、 诺 瓦 东 南 大 学 （ 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和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University of 
Minnesota，Twin Cities），分别授予了 33617、30275
和 28481 个博士学位。与此同时，哈佛大学以 25690
的培养规模位居博士学位排行榜第 7 位，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以及耶鲁大学等老牌研究型大学，其博士

学位授予量都不在博士学位颁发数前 10 的位置。 
美国博士生教育集聚于研究型大学这一现象是

其历史缘由和现实优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

博士生教育的发展与研究型大学的浮现、科学技术
 
①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依据不同高校授予博士学位的规模差异与层次区别，将美国学术型博士生教育组织划分为研究活动非常活

跃的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very high）、研究活动活跃的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high）、研究活动不活跃但至少

授予 20 个以上研究型/学术型博士学位的博士/研究型大学（doctoral/research university）以及每年至少授予 50 个硕士学位和少于 20
个博士学位的硕士学位授予院校（master’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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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以及大学发展成科研联合体的目标相伴随[20]。

二 战 后 ， 美 国 联 邦 政 府 经 由 “ 曼 哈 顿 计 划 ”

（Manhattan Project）等大科学项目愈发意识到研究

型大学在保障国家国防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推动先进科学技术发明、实现基础研究重大

原始创新方面的不可替代性，开始将联邦科研经费

向研究型大学倾斜。20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虽然这一趋势有所转变，美国联邦政府

更多地关注应用技术研究，大幅缩减了对自然基础

研究的资助力度。但美国一部分企业家认为，基础

研究对国民生活福祉具有重大意义，绝不能轻视基

础领域的科学研究事业，以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 福 特 基 金 会 （ Ford 
Foundation）为代表的一批私人基金加大了对研究型

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并于 20 世纪初形成了基于私

有资本的研究型大学科研体系，从而有力保障了研

究型大学的科学教育和科研活动。 
另一方面，博士生群体作为科研后备军的主力

与未来的高层次人才，只有在研究型大学所提供的

专业导师指导、先进科研条件和良好学术文化环境

下才能确保其培养质量。因为只有科研能力与财政

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才能形成和维持由优质博

士生教育、先进基础研究与巨额研究经费有机耦合

的稳定循环网络。美国联邦政府对高校科研经费的

投入在名义上虽然属于公平的自由竞争，即有意向

的大学自主对应政府需求与自身实际，提交申请材

料展开竞争。但科研实力一般的大学大都无法比拟

研究型大学在学者教授、科研实力及博士生生源等

方面所积累的多重优势，极少数研究型大学更易于

获得大额联邦科研经费并成为联邦的重点合作对

象。如 1998 年统计显示，美国前 20 所研究型大学的

科研合作经费占美国联邦政府投标总额的 79%[21]。

2001 年，美国前 20、前 50 所研究型大学所获得的

联邦科研合作经费分别占到当年高校科研经费总额

的三分之一和 60%[22]。在这样的基础上，研究型大

学自然更具备引导效果不明确且耗资巨大的前沿领

域探索、科技成果转化与博士生培养的资质环境。

正是得益于研究型大学生态系统中博士生培养、基

础研究创新与科研经费使用三个环节所形成的互动

链与社会声誉，才愈加稳固了美国博士生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第二个“三分之一”原则，即三分之一的博

士学位数量集中在极少数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样态。 

四、学术型博士数量占所有类型博士数量的三

分之一 

美国博士生教育类型多元，博士学位名目繁多。

最初，美国在学习德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和模式时，

重点借鉴和移植的是通用性的学术型 /研究型博士

生培养模式，不分学科专业统一授予哲学博士学位

（Ph.D.）。19 世纪末，大刀阔斧的大学“专业化运

动”拉开了反思德国学科式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弊端

的序幕，美国博士生教育开始从综合走向分化，在

传统单一性的哲学博士学位的基础上，衍生出医学

博士（M.D.）、法律博士（J.D.）、工程博士（D.Eng.）
等专业型博士学位。20 世纪初，以哈佛大学为代表

的著名大学教育及法律等领域专业实践型博士学位

的设立为标志，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获得制度性确

认、合法性地位并广受社会认可。其结果是，专业

学位博士生教育作为一种新型博士类型，以其直接

面向社会需求和问题实践的天然优势而异军突起、

后来居上，最终形成了集传统学术型和新兴专业型

并轨共存的现代化博士生教育体系，极大地促进了

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NCES 2011 年统计口径对美国博士学位的规模

测 算 从 研 究 / 学 术 型 博 士 学 位 （ doctor’s degree- 
research/scholarship）、专业实践型博士学位（doctor’s 
degree-professional practice）和其他类型博士学位

（doctor’s degree-other）三种类型展开[23]。与以往

较为不同的是，将原来大部分第一级专业学位（First 
Professional Degree，FPD）中卫生健康及法律领域

的学位一并纳入专业实践型博士的内涵所指与分类

框架中，这使得专业实践型博士的规模体系显著扩

大，而学术型博士的规模变动相对较小。尽管 NCES
收录了类型多样且全面的博士生教育数据，一个基本

共识在于，鉴于美国学术型与专业实践型博士生培养

模式与就业场域的趋同，NCES 并没有将两类博士学

位加以明确区分。所以，在 NCES 统计结果中，学术

型与专业实践型博士授予的学科群目存在一定的交

叉重叠，只不过规模体量与授予结构各有倾向。 
在规模体量方面，近 10 年美国学术型与专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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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型博士的扩充路径因其培养类型与市场需求不同

而截然不同（见表 2）。整体来看，学术型博士在经

历一百多年的渐进式发展后，现在基本保持在正向

增长的稳步发展趋势。比如，在 2010—2020 年间，

NCES 共授予 681505 个学术博士学位，该领域博士

学位年授予量从 2011 年的 59579 个增加至 2020 年

的 73505 个，增长幅度为 1.39 万个。不同于此，专

业实践型博士作为一种强烈遵循社会服务逻辑的新

型博士学位，采取的是一种周期短而速率快的扩张

策略，即初期发展规模相对较小，20 世纪后随着对

实践应用问题解决能力的凸显而呈井喷式增长，并

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这种发展态势持续到 21 世

纪依旧明显，如最近 10 年 NCES 授予的专业实践博

士学位就高达 1086297 个，比学术型学位总量多

404792 个。同样的，专业实践型博士学位的年度授

予基数亦远远超过学术型博士学位。2006 年，专业

实践型博士的供给量即为 8.5 万，高于学术型博士

2020 年 1 万多授予量。2010 年跃升至 9.4 万，此后

基本维持以每年 2000—4000 的规模进行扩张。经由

2014—2016 年的缩减逆转期，2017 年重新进入新一

轮的波动增长阶段，2020 年达到 114376 个的规模，

同比 2010 年增加 11425 个。 
尽管专业实践型博士学位的年度授予增量小于

学术型博士学位，但从两种类型博士生教育的总体

规模及其在整个博士生教育体系中的结构占比来

看，专业实践型与学术型博士生教育在数量差依旧

显著的同时，二者的占比却基本趋近于美国博士学

位类型的“三分之一”结构，即学术型博士在所有

类型博士中的占比稍高于三分之一，专业实践型博

士在三分之二左右。只不过，二者的增长速率相反。

如 2011 年学术领域与专业实践领域在整个博士生

教育中的占比分别为 36.37%和 62.84%。到 2020 年，

学术领域的占比实现了 2.28%的正向增长，达到

38.65%；而专业实践领域的占比则减少了 2.7%，为

60.14%。由此可以看出，专业实践型博士生教育在

历经先前几十年的后发式弥补扩充后，已进入大规

模的平稳增长阶段。而学术型博士生教育则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学术市场饱和度愈加明显、

市场适应能力偏弱而需求度大幅下跌的“灰色”历

史中逐渐回温，并继续增长。 

在科目结构方面，学术型与专业实践型博士的

增长所依赖的学科群亦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两

种类型博士学位的学科分布数量不同，专业实践型

博士分布学科数约占学术博士分布学科数的三分之

二。在 CIP-2020 学科专业设置指南下设的 48 个学

科群中，2010—2020 年间美国授予的学术型与专业

实践型博士学位分别涵盖 34 个与 23 个学科群，占

CIP-2020 学科群总数的 70.83%和 47.92%，专业实

践型学科群数占学术型博士生教育学科分布数量的

67.65%。结合表 2 中的数据可以发现，学术型博士 
 

表 2  美国学术型与专业实践型博士学位授予情况 

年份（年） 总数（个） 学术型（个） 专业实践型（个） 
学术型占比

（%） 
专业实践型占比

（%） 
专业实践型与学术型

差值（个） 

2011 162530 59579 102951 36.37 62.84 43372 
2012 168923 62051 106872 36.45 62.79 44821 
2013 173657 64512 109145 36.86 62.36 44633 
2014 175829 67186 108643 37.83 61.18 41457 
2015 176740 68676 108064 38.46 60.52 39388 
2016 176162 69586 106576 39.06 59.83 36990 
2017 179325 70805 108520 39.04 59.84 37715 
2018 181341 72089 109252 39.24 59.46 37163 
2019 185414 73516 111898 39.19 59.66 38382 
2020 187881 73505 114376 38.65 60.14 40871 
总数 1605272 681505 1086297 ‒ ‒ 361420 

数据来源：NCES（https://nces.ed.gov/ipeds/SummaryTables/report/360?templateId=3600&year=2018&expand_by=0&tt=aggregate 
&instType=1；https://nces.ed.gov/ipeds/SummaryTables/report/360?templateId=3600&year=2019&expand_by=0&tt=aggregate&inst 
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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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规模虽远远低于专业型，其学科覆盖面却更

为广泛，两种类型博士学位扩张所重点发展的学科

及其授予规模也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学术型

博士以教育、工程、生物与生物医学、物理科学和

健康专业与相关科学为五大主要学科群，过去 10 年

总计输出 40.5 万博士毕业生，各领域培养规模超过

5.5 万，占到学术型博士毕业生总量的 59.45%。与

此大为不同，专业实践型博士生教育以健康专业与

相关临床科学和法律职业与研究为两大主体构成，

10 年间已向社会输送 1053228 个专业实践型博士毕

业生，占专业领域总数的 96.96%。可以说，健康与

法律领域是美国专业实践博士生教育的绝对构成。

如健康领域 10 年间的博士学位年平均授予量高达

65664 个，每年博士学位授予数与某一学术型学科

群 10 年的供给总量相当（如学术型领域物理科学方

向 10 年共授予 58320 个博士学位）。可见，囿于不

同的发展历史、培养特色与社会需求，美国学术型

与专业实践型博士生教育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扩张路

径：专业实践型博士生教育更加聚焦于极少数学科

的大规模生产，而学术型博士生教育更偏向于科目

多样的学科均衡化与小规模演绎。正是在功能价值

与扩张策略殊同的两种类型博士生教育的共同驱动

下，才塑造了美国学术型与专业实践型博士生教育

的三分之一原则。 
实际上，美国学术型与专业实践型博士生教育

规模所构成的三分之一现象反映出的是社会市场与

产业结构对多类型高端人才的动态需求。高校作为

资源依赖型的社会组织，必须依循国家战略计划与

社会发展方向，动态调整博士学位类型与培养规

模，以持续、有效且高质量地供给“适销对路”的

顶尖人才。比如，世纪之交以来，随着美国社会产

业实践对知识应用与技术发明的依赖愈发加深，外

加传统的学术劳动力市场渐趋饱和，博士就职学术

领域的比例急速下降。针对此，通过创新设置与社

会需求和实践紧密关联的专业博士学位来弥合博士

人才供求结构，成为高等院校的重要改革趋向。以教

育领域为例，2005 年在授予教育领域博士学位的 250
所机构中，超过 180 所机构授予的是 Ed.D.学位[24]。

与此类似，健康领域作为关乎国民生命健康与未来

生物安全的重点领域，在美国国家战略支持与资金

投入下一直保持着较为强势的增长样态。这种国家、

市场与高校的多元互动模式作用于博士生教育系统

直接驱动着美国学术型博士数量的稳步增长和专业

实践型博士规模的稳定扩张，促使博士生教育功能

不断分化、博士生教育价值多元化与分类化发展以

及博士生教育类型设计与结构系统更趋协调，从而

保障了学术型博士在总体博士学位规模中三分之一

左右的占比规律，促成了美国学术型与专业实践型

博士相互支撑的“三分之一”结构。 

五、非 STEM 领域的博士学位授予比例相对稳

定在三分之一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素来强调实用主义价值取向

和工具技术理性，注重对接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科

技产业革命、经济业态转型与市场结构优化等现实

需求。对于博士生教育系统而言，这种“烙印”则

印刻在由国家战略政策、社会经济业态与关键行业

转型多方因素共同作用驱动的博士人才输送与博士

生教育学科结构和规模布局的调整变动过程中。尤

其是 20 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以信息通信技术、原

子能利用、新材料新能源与生物生命科学、数字智

能科技等为核心驱动力的新兴科技革命的迅速崛

起及以高层次创新人才为内核的国际竞争的加剧，

美国为促进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持续提升，维持其在

全球事务中的领先地位，愈发重视人才战略与国家

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战略和经济改革目标的深度结

合 。 如 2006 年 《 美 国 竞 争 力 计 划 》（ 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Initiative，ACI）强调美国必须加大

科研教育投入，以促进创新能力提高[25]。2013 年《联

邦 STEM 教 育 五 年 战 略 规 划 》（ Federal STEM 
Education 5-Year Strategic Plan ） 明 确 加 强 科 学

（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

和数学（mathematics）领域后备人才的预先储备[26]。

特朗普执政时期着重向攸关国家安全的未来产业

（量子科技、人工智能、先进通信和生物科技等领

域）倾斜投资[27]，并积极携手促进两党立法、制定

科技创新战略及行政部门规划与措施的制定和执 
行[28]。对现代关键核心科技的需求直接作用于博士

生教育系统，驱使高校向高精尖科技与工程领域、

新技术设计研发和应用服务行业等方向展开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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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布局调整，促使着博士生教育发展重心集中于

科学和工程领域，而人文学科的博士生培养增速相

对缓慢。美国国土安全部（The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DHS）对攸关美国在国际竞争

中扮演大国角色与强国地位的 STEM 领域做出认

定，即重点提升 CIP-2020 分类中的两位数代码系列

（包括工程学、生物科学、数学和物理科学及其相

关领域）和部分 6 位数代码（如社会科学、心理学、

健康相关知识与技能、多/跨学科研究）等相关领域

的竞争力。一般来说，上述“相关领域”涵盖使用工

程、数学、计算机科学或自然科学（包括物理、生物

和农业科学）新技术的研究、创新或开发领域[29]。对

照 DHS 的 STEM 学科清单，美国近 20 年以来博士

生 教 育 体 现 出 重 点 发 展 以 科 学 和 工 程 为 核 心 的

STEM 学科，注重向社会输送 STEM 人才的特点。 
由表 3 可知：在近 20 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

STEM 领域与非 STEM 领域授予的博士学位规模不

同，且差距在逐渐拉大。21 世纪初，美国 STEM 领

域与非 STEM 领域各授予 66751 个和 52834 个博士

学位，相差 13917 个；2019 年，STEM 领域增长到

127119 个，非 STEM 领域为 60499 个，差额高达

66620 个，其次，二者的扩张幅度、发展速率与演

化路径大为不同，STEM 领域发展迅速，而非 STEM
领域发展相当缓慢。从具体数据来看，STEM 领域

每年所授予的博士学位数由 2001 年的 66751 个跃升

至 2019 年的 127119 个，增长接近 2 倍。与此同时，

由教育、商业、人文学科等领域组成的非 STEM 领

域博士生教育发展缓慢，2001 年博士学位授予量为

52384 个，2019 年规模为 60499 个，同比增加 8115
个，与 STEM 领域相距甚远。与此同时，近 20 年

STEM 领域博士生教育始终处于持续的连年直线式

增长态势，而非 STEM 领域则以 2013 年为分水岭，

呈现出先快速扩张后稳步缩减的特征，最终稳定在

6 万左右的规模。最后，STEM 领域与非 STEM 领

域的博士学位授予比例相对稳定在三分之一，即

STEM 领域博士学位数占博士学位总规模的三分之

二左右，非 STEM 领域在三分之一上下浮动。从二

者在所有博士学位中的占比可看出，STEM 领域由

2001 年的 55.82%增加到 2019 年的 67.77%，非 STEM
领域则从 44.18%缩减到 32.23%，两领域的比例差

与数量值的差距正渐趋增大。2017 年后，STEM 领

域占比甚至开始高于非 STEM 领域的 2 倍，由此形

成了 STEM 与非 STEM 领域博士生教育规模分配上

的“三分之一”原则。 

实际上，非 STEM 领域博士生教育规模的低速

缓慢增长与 STEM 领域的快速高位扩展直接受美国

联邦政府的政策指向和市场对高层次理工医人才的

需求结构驱动。如美国总统拜登认为需要重新构想

和改造 STEM 教育，增加对先进材料、健康医药、

生物技术等美国本土科技产业的支持，以更新美国的

创新生态系统，确保其科学技术可持续健康发展[27]。

正是美国行政、立法部门及科学界的多重决策、规

划与支持，促使以 STEM 教育与研究为核心的创新

人才培养、先进技术升级与前沿科学创造被逐步确 
 

表 3  美国近 20 年 STEM 领域与非 STEM 领域博士学位授予数 
年份（年） STEM 领域（个） 非 STEM 领域（个） 总数（个） STEM/总数（%） 非 STEM/总数（%） 

2001 66751 52834 119585 55.82 44.18 
2006 77882 60174 138056 56.41 43.59 
2010 93902 64688 158590 59.21 40.79 
2011 97869 65958 163827 59.74 40.26 
2012 101157 69060 170217 59.42 40.57 
2013 104853 70173 175026 59.91 40.09 
2014 110071 67516 177587 61.98 38.02 
2015 113967 64581 178548 63.83 36.17 
2016 116637 61497 178134 65.48 34.52 
2017 121154 60203 181357 66.80 33.20 
2018 123974 59760 183734 67.47 32.53 
2019 127119 60499 187568 67.77 32.23 

数据来源：NCES（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20/tables/dt20_324.10.asp）。图 2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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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国家目标与民族利益，并不断加以强调。据不

完全统计，2017—2022 年，美国劳动力市场还需 160
余万 STEM 领域人才。未来，至少有五分之一行业

的从业者需要掌握高级 STEM 专业能力[30]。加之全

球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发展形势和格局变化愈趋

复杂多元，国家竞争实际上已演化为科学、工程、

技术和人才的“硬实力”较量。对此，美国加紧对

国内急需紧缺与国防经济安全领域的科技研发力度

和战略布局，以构筑其在全球范围的绝对科技竞争

和领导优势。在这种形势下，借助市场经济杠杆的

调整运作逻辑，美国各博士授予机构与国家和社会

经济发展需求同向而行，坚持动态调整其学科与专

业设置情况，并不断向以生命健康科学、工程学、

物理科学与技术、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数学与统计、

农 业 与 自 然 资 源 以 及 社 会 科 学 等 学 科 为 内 核 的

STEM 领域倾斜。不过，在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为主要构成的 STEM 领域，产业发展对自然科学与

技术的需求强烈高于社会科学领域，这种现象从图

2 STEM 领域不同学科群的规模分布与增长趋势上

可见一斑。尤其是健康专业领域，2001 年授予 39019
个博士学位，2019 年增长到 82895 个，占当年博士

学位授予总数的 44.2%，为同年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领域的 6 倍多。其持续走高的强势态势表明，作为

关乎国民健康的重大民生项目和服务于新兴战略性

产业的重要基石，健康领域在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重视。也正是在健康项目的强力驱动下，STEM
博士生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最终型构了 STEM 领域

占整体博士生教育略超三分之二、非 STEM 领域约

占三分之一的学科结构布局，继而演化为美国博士

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第四个“三分之一”原则，为

博士生教育系统有针对性地为社会储备和输送重点

领域的急需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 

六、结语 

综合前述，美国近 20 年博士生教育规模数据的

历时性分析表明，其博士生教育发展过程中坚持博

士学位授予机构、授予规模、授予类型和授予学科

的“三分之一”发展方略，有力地保障了其博士生

教育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上的高质量与一体化

发展。博士生教育“三分之一”方略的形成绝非偶

然结果，而是深植于美国的国家发展、政策制度、

社会需求和人才结构等，是多重综合因素使然。现

阶段，我国博士生教育正处在规模扩张和质量建设

协同交互推进的关键时期，必须协调处理好规模和

质量的矛盾与张力关系，这是实现博士生教育高质

量发展和博士人才培养提质增效的核心所在。美国

博士生教育的“三分之一”方略对于我国具有一定

程度的启示和借鉴价值，应该立足与遵循我国国情 
 

 
 

图 2  美国近 20 年 STEM 领域博士学位学科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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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实际、社会需求结构和人才培养规律，促进博士

生教育规模与质量的协调优化发展。具体而言，一方

面，应结合国家战略和人才需求超前规划和适度适时

调整博士生教育规模及其院校布局，有效避免所有学

位授予机构开展博士生教育的冲动，通过渐次推进博

士学位授权机构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向普通高校分

层扩散[31]，以在稳步扩大博士生教育规模的同时，重

点发挥少数高水平博士学位授予机构集中资源开展大

规模优质化博士生教育的主体与核心作用。另一方面，

注重结合社会产业链和经济市场结构，科学调适博士

人才类型和学科专业结构体系，以质量标准为前提促

使不同类型博士学位分类发展，稳步促进学术学位博

士生教育，加快发展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并同时重

点加大关系国家核心竞争力和未来战略制高点的科

学、工程、技术等紧缺和关键领域的博士生培养，以

实现博士输出与产业未来变革的供需平衡和深度耦

合，最终促进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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